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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社会政策的理论自觉与学科意识

———一种学科史的视角

熊跃根

　　【摘要】　本文从社会政策学科史的角度出发，回顾了英国与德国早期社

会政策的发展轨迹与学科的起源，试图阐发中国社会政策在新时代背景下的

面向问题，进而探究中国社会政策的理论自觉与学科意识，提出中国国家福利

体制发展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双重特征，它既反映了一个东方国家的传统，又凸

显了文明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本文结合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和实现

共同富裕未来发展进程的新时代背景，阐述了社会政策的重要作用与实践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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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人类社会中，长久以来，如何回应个人与群体／集体关系的道德和政治

学说的论辩，是规范社会科学与应用社会科学分野的核心标志。作为应用社

会学的一个学科分支，社会政策始终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处理道德正当性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ｏｆ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与能动性（ｈｕｍａｎａｇｅｎｃｙ）的矛盾？社会理论家卡

尔·波兰尼在《巨变》一书中指出，任由国家按照自身的法则行使权力，必将破

坏社会的属性，从而威胁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伦理基础。预设国家／政府具有

无所不能的调节与干预能力是一种虚假的想象，各阶层各自争取必要的（社

会）保护政策，是集体主义利益诉求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实践（波兰尼，２０１７：

１４１—１５８）。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在当代各个国家解决社会问题和调节社会关

系的进程中，社会政策被视作一项核心的手段。像其他当代社会科学分支一

样，社会政策的学科与实践起源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业化之社会后果的应对

（Ｓｋｏｃｐｏｌ＆Ｒｕｅｓｃｈｅｍｅｙｅｒ，１９９６：３）。然而，尽管各个国家在主权、国家政体

与经济发展与福利体制上选择了不同的方式与道路，社会政策的决策与实施

也有不同的模式，但是无一例外都是指向整合社会秩序和平衡利益关系，促进

社会平等与正义目标的实现。

同个体理性选择和基于利益的行动不同，社会政策更多表现为基于集体

意识和利益考虑的政治活动，突出了国家或政府回应社会需要与解决社会问

题的道德关怀。作为社会科学的子学科或亚领域，社会政策主要致力于解释

与分析社会问题，以及制定相应的干预策略和应对措施。作为政策科学的一

个重要分支，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与交叉的内容。而作为社

会科学的一种，社会政策不仅受到实证主义方法的影响，也受到意识形态或价

值论的影响，是介于规范性与应用性之间的一个学科，在现实世界中，其实践

同时受到技术和理念的驱动。

自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冷战格局与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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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立，形成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体制。在欧洲，诞生了分

别以英国、德国和瑞典为代表的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体制，被学者归纳为“福

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１９８９）。而在苏东各国与中国等

社会主义国家，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成为单位制福利

与二元治理机制的一个核心制度基础，有学者称之为“迷你型福利国家”（Ｇｕ，

２００１）。在福利国家体制内部，社会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干预社会问题的常规实

践，主要通过社会保险机制和社会服务的制度安排来确保公民获得基本的生

活标准与不断改善的生活质量，国家、市场与非营利部门在实现上述目标进程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熊跃根，１９９９）。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滞胀

等危机的出现与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逐步加深，社会结构的改变推动了社会

政策的变革进程。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调整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与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前提，以建立与完善社会

保障制度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政策逐步浮出水面，成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社

会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成就。过去的四十多年来，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都发

生了深刻的改变，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不仅面临进一步促进经

济发展的紧迫任务，也受到外部环境急剧变化带来的各种深度挑战。但是，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在本质上，经济

发展潜能与政党制度是左右各个国家福利体制类型与社会政策发展模式的主

要影响因素。与此同时，人们同样不可忽视的是重大社会风险（如新冠疫情）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政策应对的显著影响（熊跃根，２０２１）。

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始终要回应当代社会出现的各种重大问

题，对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领域的重大事件与人类关系中的冲突作出解释，

并为可能的社会行动提供理论指引。在人类社会中，各个国家的经济、政治与

社会变迁进程是与特定的时间秩序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将时间维度纳入社会

政策研究的范畴，考察不同时间轴的政策实践意涵，对我们深入理解国家政治

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我们仍然必须认识到，重大的危机或

社会事件很可能中断既有的时间秩序，从而产生体制与政策进程的断裂或更

新。基于这一点，有历史学家指出，在今天这个变化多端的时代里，研究者尤

其要注重理解当下主义的价值观与时间经验的内在联系。在很多时候，时间

的秩序表现为一种历史的体制（阿赫托戈，２０２０：１９—２１）。同样，社会学家与

政治学家也着重指出，时间对理解社会和政治过程尤为重要，尤其是在对待如

何认识不平等与制度变迁这类关键议题的时候，注重时间秩序和机制在过程

中的漫长变化是极其关键的（阿博特，２０２２：２７９—２８０；皮尔逊，２０１４：９１—９３）。

而历史学家也同样雄辩地指出，在理解历史重大事件与进程时，研究者绝不可

将时间等闲视之，而是要把握住在那些发展不均衡和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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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同时深入理解社会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点（休厄尔，２０２１：３０８—

３１５）。

近年来，随着推进社会学中国化发展的呼声与努力日益显现，而作为二级

学科的社会政策已被纳入大学研究生教育的专业学位范畴，显示了政府决策

者与学术共同体，对应用的社会科学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中重要作用的高

度重视。学者指出，推进社会学学科建设是促进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重要

内容，也是完善社会治理与制度创新的关键领域（李强，２０１９）。与此同时，总

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政策实践经验，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政策体系

与发展道路，对实现全方位现代化目标与强国目标具有非常积极的理论与现

实意义（葛道顺，２０１９）。本文的核心就是从学科史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社会

政策的历史起源，来探究新时代中国社会政策的理论和学科意识，致力于寻求

符合中国发展道路的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范式。我试图通过阐述中国社会政

策学科的理论自觉与学科意识，进而从制度与政策路径深入认识构建“社会中

国”的现代化版图应具备的社会基础与实践路径（岳经纶，２０１４）。

二、社会政策学科及其发展史的再认识

作为一门应用的社会科学，社会政策的产生和发展与１９世纪产业革命的

发展息息相关。在欧洲，社会政策学科起源于１９世纪晚期，在２０世纪初期成

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后来发展为大学专业教育体系中一个独立的学科和专门

领域。在东方和亚洲其他地区，虽然社会政策学科起步较晚，但作为观念与实

践经验的社会政策，其起源不会比欧洲、美洲的历史更短。如果我们把社会政

策视作一种现代性的产物，尤其是将其与工业革命和现代化文明发展联系起

来，我们也自然会认识到各个国家与地区在社会政策学科发展上所具有的差

距。不过，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作为一种实践和一门学科，各个国家的社会

政策都是以本民族和自身社会的文化为中心的，因此也具有自身独特的色彩

和理论范式。而对正在崛起的当代中国而言，在寻求社会科学本土范式的过

程中，打造符合自身文化和需要的社会政策发展范式与道路无疑是十分重要

的。基于此，研究者认为在当前这样一个急剧变迁的大变革时代，重新认识社

会政策这门学科与实践的内涵与传统，寻求在当下的学科发展的本土模式，超

越福利资本主义发展范式，寻求构建中国独有的福利体制类型，对探究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具有非凡的意义（熊跃根，２０２１）。

　　（一）如何理解“社会政策”的内核？

一般而言，社会政策被视作１９世纪末欧美工业化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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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产物。就行动或经验层面来说，社会政策被当作一种改变社会关系和应

对社会问题的具体策略或实践，其目的是促进社会变革与实现社会正义。２０

世纪中期以来，东西方意识形态阵营的分化，导致了人类历史第一次出现了社

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大规模双向并行发展。作为

处理和回应社会问题与满足社会需要的机制和制度设计，社会政策在不同意

识形态体制中表现了各自的韧性与发展模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新自

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国家职能的转变，无论是资本主义福利国家还是社会主

义转型经济体制国家，重构社会保护体制和改革社会政策都成为重塑国家能

力和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途径。而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加速了资本

与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不断显现，而发展中世界也陷入

“逐底竞争”和接受不平等游戏规则的不利处境。在这种情形下，作为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和处于大变革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社会政策如何建构和

发展，如何进一步认识社会政策在当下语境和现实条件下的意义，对促进中国

式现代化和强国富民的目标实现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作为一种迥异于西方福利资本主义世界社会政策的发展经验与理论构建

的方式，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具有自身的文化与制度属性，呈现出不同于西方

的理论和实践特征。基于此，我从下面三个问题来重新探讨“社会政策”的内

核：第一，社会政策是不是当下主义的一种社会行动？第二，社会政策宗旨是

“生活政治”还是“价值观竞争／斗争”（Ｋａｍｐｆ）？第三，社会政策是权力政治

（ＰｏｌｉｔｉｋｄｅｒＭａｃｈｔ）的产物还是社会运动／社会变迁的产物？基于上述三个方

面的问题，我尝试给出自己的解释。

首先，作为一种历史性的人类社会行动的实践产物，社会政策的时间性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ｔｙ）具有流动性和延续性双重属性，它表明人类干预社会问题的实

践经验是特定时空与情境的产物，也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智慧与经验。从

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政策具有“过去式”的特征和不断继替（或采用弗格森的术

语“绵延性”）的属性，而核心的实践具有相对稳定的规范性。同时，作为一种

当下的社会行动，社会政策急于回应的是正在发生和已经出现的社会问题与

社会需要。行动者在维护过去的政策遗产（或历史经验）的前提下，根据当下

的现实情境与社会需要，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修补乃至完善社会关系。

社会政策作为一种应对社会问题和调节社会关系的现代体制，既要复活

沉淀的实践经验，又要创新出干预手段解决当前时间断面上的危机。因此，理

解了社会政策与时间的关系，就可以准确把握该领域政策实践的特质。进一

步讲，社会政策研究者要试图对“时间”作出不同的类型学分析，区分市场时

间、经济时间和政治时间，以及强制性时间与选择性时间在不同空间对政策实

践的不同影响。唯一需要警醒的是，时间的秩序对当下的行动后果有着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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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的影响，而人类经验的即时性可以覆盖一切的当下，这是时间性的永恒性

质（阿赫托戈，２０２０：１２—１６）。因此，社会政策作为一种即时性的社会行动，并

不完全是当下的实践，它同时还是历史性（或“历史质”）体制绵延性的产物。

换句话说，社会政策通过历史性体制的经验连接过去与现在，只是当下主义表

现为一种更为确定的行动实在。需要指出的是，对行动者来说，在历史性的决

策关头，从来很少有调和的立场可以如愿以偿，必须作出理性的诊断与决策，

否则调和的做法往往造成施受（或主体与客体）双方的双重亏欠。对社会政策

决策者来说，不仅要考虑当下的时间性经验和实际情境条件，还要考虑绵延的

时间与不确定的社会风险之间存在某种关联。

其次，如何认识社会政策的宗旨：它更多是一种“生活政治”，还是主要表

现为一种“价值观竞争／斗争”？在福利资本主义体制内部，资产阶级及其权力

集团为了维持自身的利益和调节社会关系，通过社会保险待遇／福利配置和社

会服务，通过再分配机制来安抚劳工阶层或底层阶级，以预防可能的社会失序

或失范，进而实现社会秩序的正常形态。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提出，在晚

期资本主义阶段，福利国家体制和社会政策成为处理经济危机和社会不平等

的重要手段，其目的是调和社会冲突关系，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重新塑

造公民的生活世界，以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２０００：９６—

９７）。与此同时，社会学家同样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国家与资本主义制

度是一对不能共存的矛盾，生产与积累之间差距无法维系制度合法性的需要

（奥菲，２００６）。而在社会主义体制内，社会政策的再分配目标传统上主要是通

过经济政策来实现的，按照集体主义原则通过单位制或集体经济来保障就业

者的生活或所有人的基本生存需要，是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的基本手段，其

中单位就业收入与保障以及集体福利是典型的“生活政治”表现，民政领域的

社会救助体系更是如此，它们与强调以阶级矛盾为基础的斗争政治有着显著

的差别。

由于在不同的意识形态里，福利制度与实践表现出显著的差异，而作为实

现福祉目标的一种社会行动，社会政策彰显了上述不同的理念，因此，把社会

政策的宗旨视为一种价值观的竞争或斗争（或文化上的斗争）就不难理解了。

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光谱下，国家的职能、市场的位置和家庭的作用以不同的方

式影响福利的实践，最终形成不同的社会关系并影响社会平等的结果。以个

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种主要的思潮为主线，在国家、市场与个人（家庭）不同的

交互关系中，形成了右派、左派与中间道路的福利体制，并衍生出其他的体制

类型，表明社会政策在理念上有泾渭分明的差异或不同的政策观念（熊跃根，

１９９９）。从国家治理能力的角度来看，社会政策不仅可以通过完备的社会救助

与良好的公共服务改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还可以通过改善个人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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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祉，促进有效的社会流动与公民参与，进而增强社会资本，构建较强的国

家软实力，从而形塑更好的国际形象。从这个角度看，社会政策也可以被视为

国与国之间文化斗争的一个重要场域。

第三，作为一种国家或政府主导的社会行动，社会政策很多时候体现了权

力政治的属性与倾向性，更表明了政党（主要是执政党）在福利意识形态上的

影响与实践导向。同时，社会政策也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在特定情形下也受到

社会运动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社会政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预防社会问题，强化社会控制。但是，基于社会冲突和利益诉求而引发的社

会运动，往往会促进决策者改良或改变既有的社会政策和相关措施，以平衡不

同阶层的利益关系，从而构建有序和谐的社会秩序。

作为学科和专业领域的社会政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无论人们如

何界定社会政策，都不可能忽视其中最重要的两个要素：价值观和行动。因

此，对社会科学学者而言，尤其是政策研究者，应充分认识作为一门学科／科学

的社会政策背后的价值与现实中的具体行动，严格区分“是什么”和“应该是什

么”，深入诠释政策行动背后的“为什么”，在政策决策与实施中发挥应有的积

极作用。

　　（二）社会政策的学科起源和两种传统

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和专业，社会政策在欧洲有着悠久的传统。作为工

业革命的摇篮和《济贫法》的发源地，英国的社会政策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其

学科最早被命名为“社会行政”，是规范社会学与应用社会学分离的产物。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后改为“社会政策”。与英国相比，德国是产业革命的一个晚

来者。而作为欧洲大陆１９世纪晚期工业化的一个代表，德国的社会政策实践

与社会保险立法紧密关联在一起，在德语里社会政策是“Ｓｏｚ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ｋ”，对应

的英文是“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或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其学科属性和德国社会科学中经

济学的早期发展息息相关。

１．英国费边社与社会行政传统

作为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被称为工业革命的摇篮，也是２０世

纪最早建立起来的现代福利国家。１６０１年伊丽莎白一世颁布的《济贫法》是英

国乃至全世界第一部完备的社会立法，也可以被视作最早的、较为系统的社会

保障立法，其核心内容就是处理贫困问题并确定实施社会救助的基本原则与

技术措施。随着１８世纪逐步兴起的产业革命的快速发展，作为工厂主的资本

家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利益阶层，他们对自由劳动力的需求不断上升，而政府

对贫民实施的《济贫法》却导致了闲散穷人的四处迁徙与游荡。从１７世纪到

１９世纪３０年代的２００多年里，英国的贫困和闲散穷人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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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而济贫引起的税赋负担却日益引来社会的不满。与此同时，童工和妇女

的问题充斥劳动力市场，缺乏劳动保护的恶劣工作环境和低廉的工资加剧了

穷人及其家庭的贫困状况。因此，改革旧有的济贫法与扩大生产规模，大规模

使用廉价劳动力，成为早期工业化阶段资本的主要期望。从历史的发展进程

来看，英国的社会政策经历了济贫（ｐａｕｐｅｒｉｓｍ）实践到现代社会行政（后来变

为“社会政策”）的漫长岁月，也是英国君主、议会和上层社会等就穷人的处境、

个人责任、救助伦理以及工作伦理等各种观念与实践的长期论辩的结果。因

此，凸显“社会救助”作为一种集体责任，而不再仅仅强调规训穷人的管理效

能，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英国社会政策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Ｍｅｔｚ，１９９２）。

尽管多数人认识到１８３４年英国颁布的新《济贫法》在历史进程中产生的

重大影响，它在某种程度上为未来的改革埋下了伏笔。但是，我们必须认识

到，在１９世纪漫长的岁月里，英国社会政策的变革并不是激进变革行动的结

果。相反，它隐含了一系列中间阶段的改革实践。比如，１８３３年英国颁布的阿

尔索普勋爵《工厂法》（ＬｏｒｄＡｌｔｈｏｒｐｓＦａｃｔｏｒｙＡｃｔｏｆ１８３３）就在社会政策史上

有着重要意义。该法的主要内容是对英国纺织业领域雇佣儿童进行了规制，

它禁止雇佣年龄低于９岁的儿童，限制１８岁以下童工的工作时间并为儿童提

供教育机会。根据这个《工厂法》，英国建立了监察员制度，并制定了有关通

风、温度和工作时间之类的规则。这一法案的通过在英国社会史上是标志性

的事件，它在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中引入了创新性的管理机制，即建立了一

套“工厂监察员”（ｆａｃｔｏｒｙ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报告制度，内务部（ｔｈｅＨｏｍｅＯｆｆｉｃｅ）作为

其主管部门发挥着主导职能。美国学者哈维（Ｈａｒｖｅｙ，１９７７）在论文中说，该

法是英国社会政策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清晰地表明了国家拥有干预受剥

削社群问题的权力及其必要性和影响。该法将工厂作为工业组织的社会福利

责任与国家（中央政府）的强制干预权力结合在一起，它奠定了今日英国福利

国家的一个重要基础。１９世纪的英国充满了各种不同的社会思潮和技术变

革，功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哲学思想盛行于世。尽管如此，一批潜

在的社会改良者和“政策企业家”也在摩拳擦掌，为推动可能的社会变革奔走

呼号。

总体来看，影响１９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社会哲学与济贫实践的，主要

有三个主要因素：第一，社会改良（或改革）运动；第二，慈善组织会社（ｃｈａｒｉ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ＣＯＳ）的兴起与发展；第三，社会调查与研究（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对推动社会学学科发展和社会政策改良影响最为深远

的，也是值得今天的政策研究者深思的，无疑是第三个因素。可以说，１９世纪

４０年代以来英国学者或研究者从事的一系列社会调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

上层社会和大众对贫困问题状况及其原因的认知，也成为后来社会改良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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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重要动力。这一批扎实的社会调查与研究成果，主要包括：１８４２年埃德温·

查德威克（ＥｄｗｉｎＣｈａｄｗｉｃｋ）针对英格兰地区贫困状况的调查报告，１８４９年亨

利·梅休（ＨｅｎｒｙＭａｙｈｅｗ）的《伦敦的劳工与穷人》（犔狅狀犱狅狀犔犪犫狅狉犪狀犱狋犺犲

犔狅狀犱狅狀犘狅狅狉），１８８６年查尔斯·布思（ＣｈａｒｌｅｓＢｏｏｔｈ）针对伦敦贫困状况的调

查报告（犐狀狇狌犻狉狔犻狀狋狅犔犻犳犲犪狀犱犔犪犫狅狌狉犻狀犔狅狀犱狅狀）（该报告指出，伦敦有三分之

一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以及１９０２年西伯姆·朗特里（Ｒ．ＳｅｅｂｏｈｍＲｏｗｎ

ｔｒｅｅ）发表的《贫困：一项城市生活的研究》（犘狅狅犲狉狋狔：犪犛狋狌犱狔狅犳犜狅狑狀犔犻犳犲）

（该报告指出，约克市有２７．８４％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正是因为布思和朗特里的调查报告，英国政府在２０世纪早期推进了退休金和

免费学校午餐计划的立法实践。埃德温·查德威克是１９世纪下半叶英国的

一位重要社会改革家，他致力于推动济贫法改良，改善城市的公共卫生状况。

他突出的贡献是在他领导下完成的济贫法委员会的《伦敦产业贫民的卫生状

况报告》（犚犲狆狅狉狋狅狀狋犺犲犛犪狀犻狋犪狉狔犆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犔犪犫狅狉犻狀犵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狅犳

犌狉犲犪狋犅狉犻狋犪犻狀，１８４２）。

就英国社会政策的学科起源与发展来说，具有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和同

情工人遭遇的“费边社”（ｔｈｅＦａｂｉ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１８８３

年，英国费边社成立，其主要政治目标是促进社会改良，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缩

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正义。费边社早期主要领袖包括肖伯纳、西德尼·韦布

（ＳｙｎｄｅｙＷｅｂｂ）和贝特丽丝·韦布（ＢｅｔｒｅａｃｅＷｅｂｂ）夫妇以及葛雷姆·沃勒

斯。费边社社会改革者坚持走改良路线，通过关注妇女投票权、工资和工时立

法、住房项目和教育福利等改变济贫的状况，不过，其理念直到２０世纪初才被

接受。

费边社成员对英国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社会改革做出的重要贡献，是

终结了《新济贫法》，主张用新的社会立法来全面改进贫困状况，更多关注穷人

的基本权利。１９０５年英国成立“皇家济贫法委员会”（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ｔｈｅＰｏｏｒＬａｗａｎｄＲｅｌｉｅｆｏｆＤｉｓｔｒｅｓｓ），由乔治·汉密尔顿（ＧｅｏｒｇｅＨａｍｉｌ

ｔｏｎ）爵士领导，共有１８名来自不同界别的成员，其中包括代表费边社的韦布

夫妇、代表工会和工党的乔治·兰斯伯里（ＧｅｏｒｇｅＬａｎｓｂｕｒｙ）、代表工人组织

的弗朗西斯·钱德勒（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ｈａｎｄｌｅｒ）和主教 Ｈ．罗素·韦克菲尔德（Ｈ．

Ｒｕｓｓｅｌｌ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在针对济贫法改革议题的讨论上，形成了多数派（主张维

系济贫法和扩大与私营慈善组织的合作）和以韦布夫妇为代表的少数派（主张

社会改良，彻底废除济贫法，而用新的社会立法代替陈旧过时的济贫法），最后

的结果是少数派胜出。从此，英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也就是自由改革

时期（ｌｉｂｅｒ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１９０６—１９１４）。影响这一时期英国社会立法发展的主要

原因有三方面：第一，上层社会对贫困问题的认识；第二，知识精英对贫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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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的深入和细致调查，并基于此进行广泛的政策倡导；第三，底层社会（贫

民）的困境与劳工阶层的社会运动。也正是由于费边社及其成员的不懈努力，

加上英国工党作为一股左派政治力量的崛起，推进社会政策和社会改良的呼

声在英国政治与政策决策中起到了重要的平衡作用。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英国的社会学逐步发展出学科的分野，规范社会学

与应用社会学（或蓝皮书社会学）成为社会学两个不同的领域，前者就是今天

的社会学，后者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社会政策（最早的名称为“社会行政”）。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英国的社会政策经历了漫长的、以济贫法为基础的社会

行政传统，其主要内容是突出管理穷人和维系旧有的社会伦理（自我依赖和个

人对自己负责），默认既有的社会分层，强调救济实践中的价值理性、道德正确

性与社会控制。然而，《济贫法》的３００多年实践，并未有效解决贫困问题，反

而造就了大规模的贫困群体，穷人及其家庭的危殆状况和保守的社会思潮在

不断阻碍社会进步与英国的经济发展。随着社会学的发展和社会调查研究的

进展，一大批有识之士和少数社会精英认识到英国贫困问题的真正根源及其

政治经济危害，呼吁社会改良和推动政策变革的动力日益强烈，来自上层社

会、知识精英和劳工阶层的社会运动形成了一股合力，诱发了改变英国社会基

本面貌的一系列社会政策变革，也奠定了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福利国家的制度和

实践基础。

２．德国社会政策学会与社会立法传统

作为一个较晚才完成统一的欧洲大陆民族国家，德国在１９世纪下半叶俾

斯麦宰相统治时期及其之后，在经济发展与社会政策两方面都形成了自身的

特色。１８７２年，德国社会政策协会（ＶｅｒｅｉｎｆüｒＳｏｚ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ｋ）成立，它对德国

社会政策学科与实践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历史发展轨迹来看，德

国的社会政策发展最早的重点有别于英国，它并未像英国那样将重心放在《工

厂法》和《济贫法》（《安置法》）上，而是侧重社会保险立法，而这与俾斯麦的社

会保守立场有着紧密联系。在德语文献里，“社会政策”（Ｓｏｚ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ｋ）这一术

语最早出现在威廉·海因里希·里尔（Ｗｉｌｈｅｌｍ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Ｒｉｅｌ，１８２３—１８９７）

教授撰写的一部题为“人民的自然史作为德国社会政策的基础”（犇犻犲犖犪狋狌狉

犵犲狊犮犺犻犮犺狋犲犱犲狊犞狅犾犽犲狊犪犾狊犌狉狌狀犱犾犪犵犲犲犻狀犲狉犱犲狌狋狊犮犺犲狀犛狅犮犻犪犾犘狅犾犻狋犻犽）的著作

中。在书中，里尔提出，是社会联系的松散而不是经济剥削，更容易成为社会

分裂和重建的核心问题。因此，里尔认为社会政策应该与社会的总体性（或整

体性）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里尔认为，对一个社会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成员

的经济状况，而是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尤其是社会团结的基础是否牢靠。因

此，社会政策可以作为一种立法实践，可以在人民与政府的行政管理之间建立

桥梁。从里尔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１９世纪晚期工业革命发展迅速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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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包括德国在内的众多欧洲大陆国家面临着急剧的社会变迁和经济变革，引

发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动摇了长期以来的社会基础。因此，通过社会政策或社

会立法的努力试图改善受损害的社会关系、调和阶级利益和矛盾，是促进社会

整合、维护社会既有伦理秩序的重要措施（熊跃根，２０２０）。

作为德国社会政策协会的发起者和核心领导者，古斯塔夫·冯·施莫勒、

阿道夫·瓦格纳和鲁杰·布伦塔诺等人的观点代表了早期德国学者对社会政

策内涵的理解。他们认为，社会政策是一种代表政策倡导的努力，其目的是试

图通过对劳工阶级斗争的调整，将其整合进其他社会阶层的社会 政治系统中

去。这一观点与当时桑巴特等狭隘地将社会政策看作一种针对特定阶级利益

或问题的努力不同。施莫勒等人更倾向于将社会政策当作一种社会整合的系

统努力。另一位德国社会政策学者考夫曼在其著作中指出，德国历史上的社

会政策协会缔造者们，实际上并未深入地从社会理论的角度来阐发社会政策

的立场与行动，而更多是从政治和伦理的角度来讨论社会立法实践的走向（熊

跃根，２０２０）。在１９世纪的德国，社会法是社会福利或社会保障领域中的核心

法律，也是与社会保护高度相关的法律，它将游荡的穷人与劳动力市场整合起

来，通过规训来实现秩序与效率的双重目标，是德国早期社会政策或福利体制

的一个机制发明。在很大程度上，１９世纪的德国既没有迎来绝对主义福利国

家的复兴，也没有建立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社会，它依然处在从农业社会向工

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社会保护的形式复杂多样，从家庭到志愿组织，从行会

到地方政府，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形式和标准。但是，国家保护行业和职业领

域从业者的安全与保障的强制性努力是明显的，“环境损害责任”或“定损责

任”（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的概念慢慢被接受。

１９世纪晚期的社会保险立法，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在规训反社会行为与

保持工作义务之间实现平衡。在１９世纪晚期德国社会立法的实践中，俾斯麦

实施的疾病、工伤及养老保险制度并不只是一项经济政策，同时也是一种政治

谋划和应对策略，这位雄心勃勃的德国宰相试图通过社会保险的制度安排，为

躁动不安的产业工人提供生活保障与风险预防，从而安抚工人，并展开与德国

当时的左派政党———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竞争，以消解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平

抑社会冲突，维持劳资关系的稳定性。美国学者迈克尔·斯托莱斯（Ｓｔｏｌｌｅｉｓ，

２０１３）认为，俾斯麦的工人保险法包含了不同的动机，受到了不同力量的驱动，

其法律文本也反映了这一点。澳大利亚德裔学者于尔根·坦普克指出，俾斯

麦１９世纪８０年代的社会立法的成就与影响被高估了，上述社会保险法在某

种程度也是进一步延续了普鲁士时期的保险法，并不是新的创举（Ｔａｍｐｋｅ，

１９８１）。对德国而言，俾斯麦社会保险立法最大的改变，是将一个旧的济贫制

度，转变为一个隐含国家和民间支持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退休金、疾病与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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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补助在内的立法项目。德国社会保险制度实际上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以工人

（劳动者）就业为前提和强制保险为核心的职业保护制度，从１８８１年到１８８９

年最终得以完成。按照欧洲的标准，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也标志着德国现代

性的建立，具有很强的国家性质，是一个官方性和自主性混合的制度。

１９世纪晚期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德国社会学创立者，也很早开始了

对德国就业问题和劳资关系的研究，这些研究无疑对德国决策者认识到工人

生活保障问题的重要性。在理解德国社会政策的学科传统时，我们有必要注

意的是，作为一门学科，德国的社会政策具有很独特的传统。同时，它也经历

了与英美等国很不同的发展历史轨迹。在１９世纪，由于政策科学并未形成一

个独立的领域，德国的社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附属于像经济学这样已经建立

起来的学科，而在那时的经济学中，历史学派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显赫一时。

在那时的德国学界，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影响着人们如何看待社会政策

的知识领域。与英美显著不同的是，德国社会政策的历史起源与早期发展，更

多是与日益兴起的工业革命中产业工人的诉求与劳资关系矛盾紧密联系在一

起，而不是着力解决城市济贫问题，进而也促成了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具有浓厚法

团主义色彩的社会保险法案的诞生。作为一种国家主导的规范实践，德国俾

斯麦时期的社会立法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政策的理念更广为人知。更为重要

的是，这些立法使得“工人问题”变成德国国家整合的一个关键政治议题（熊跃

根，２０２０）。与其他国家社会政策学科与实践发展不同的是，作为一门学科和

专业研究领域，德国的社会政策一开始就凸显了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与社会

政策的紧密联系。而在实践中，德国的社会政策强调社会保险的立法传统，突

出处理劳资关系的重要性，并通过社会保险制度的设置来平衡不同社会阶层

的利益关系。同时，作为一个强调“妥协”政治文化的国家，无论是政府、政党

还是企业乃至社会组织等各种法团机构，德国人尤其强调技术理性、沟通和科

层效率在解决问题中的突出作用，这种务实倾向与其工业化发展模式也息息

相关。

　　（三）社会政策的学科属性与实践特点

众所周知，英国社会政策的立法实践起源于１６０１年的《济贫法》，而重大

的社会政策变革始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社会政策是作为应用社会学从规

范社会学分离出来的一个独立领域。而作为一种立法实践与社会科学，社会

政策在德国最早诞生于１９世纪下半叶，后来逐渐扩展到其他欧陆国家。２０世

纪中期以来，社会政策逐步成为一门具有影响力的学科与专业。同时，社会政

策的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了改变。今天，尽管在发达国家与地区，人

们对“社会政策是什么”有了基本的共识，但政府与学术界对如何准确地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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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仍然保持着不同的看法。而在不少发展中国家，人们对社会政策的

认知与理解还比较模糊，社会政策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与影响尚待加强。因

此，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里，系统而深入地阐释社会政策的内涵与理论是十分

重要的。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

会科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对话也在不断增加，发达国家一些既有的重要学科

作为新的学科与研究领域逐步被介绍到中国，社会政策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基

本上反映了这样一种发展轨迹，即从向国外借鉴学习到逐步引入并深化本土

的教学与研究，迈向构建中国社会政策的知识基础和话语体系。

１．社会政策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的实践科学

社会政策是国家通过立法、规定和具体策略来对社会问题进行干预的行

动或实践，由于它主要涉及的是社会领域的诸问题，其实践又受多种因素制

约，是社会制度演化与发展的产物，因此，我们将社会政策理解为一种社会行

动。按照功能主义的经典解释，社会政策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其目标在于维护

社会系统的正常运作，保持社会各系统的功能及内在联系。

作为现代社会权利实践的一部分，社会政策就是要针对社会变迁过程中

有显著影响的社会问题，通过一系列干预行动实现既定的社会目标，彰显特定

的价值观。说社会政策是一种社会行动，是指政府或其他组织通过集体行动

来干预社会问题，利用既有的资源系统将理念、规范与目标融进社会问题的解

决过程中，确立国家（政府）、市场及家庭（个人）在社会福利方面的责任关系，

从而构建社会团结的基础。同时，社会政策还是一种在特定社会结构下受社

会规范、制度和政治结构影响的、有目的性的社会行动，它不仅从微观层面影

响个人的生活质量和权利状况，还从宏观层面影响特定人群的福祉和社会公

正状况。

作为一种有目的性的社会行动，社会政策是政府或国家实施的一种整体

性的社会干预。在这一行动体系中，行动者与社会结构之间形成的相互关系

是社会政策实践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社会政策与

现行的社会结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社会政策通过不同的行动者（政府、非营

利组织、社区及公民等）、资源（物质、金钱及人力等）、技术、信息等构成的有机

体系，在微观（个人与家庭）与宏观（社区、组织与社会）两个层面实施社会控

制、社会变革与社会发展的策略和目标。理解社会政策是一种社会行动，最重

要的是认识到，在这种行动与社会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政府作为决

策者和实施者与受益者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最为关键。同时，行动者的能动

性和策略机制也会影响政策的一般后果。

２．社会政策同社会科学主要分支学科的关系

社会政策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它的理论与知识基础受到其他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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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影响，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分支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在社会政策学科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上述学科都丰富了社会政策的理论与

知识体系，也对社会政策实践的不断完善发挥了积极作用。

（１）社会政策与社会学及经济学。

社会政策学科的传统同社会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社会调查

方法和技术在社会问题分析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并在此基础上逐渐生成社会

学的一些基本概念。２０世纪初期，西伯姆·朗特里、查尔斯·布思等人对英国

社会贫困与社区越轨状况的社会调查有效地加强了人们对贫困问题的社会理

解，同时促成了贫困线划定的量化方法的产生，进而推动了英国针对城市贫困

问题的行政管理与社会治理。但是，毫无疑问，在１９世纪下半叶的维多利亚

时代，基于道德判断对穷人问题进行的社会调查，有明确的道德改良动机，与

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或学科式的理路分析尚有差距（田耕，２０１７）。基

于“人是以社会关系和社会需要为前提的社会人”这一假设，社会政策的行动

逻辑明显不同于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假设，它强调的是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具体

实践中的行动策略和技术，同社会学的理论解释传统有很明显的区别。尽管

如此，社会学的理论仍然为社会政策的研究和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借用这

些社会学的理论，社会政策研究者可以通过对社会结构、社会变迁、人的社会

化及其后果、社会问题等的深入解释与分析，为社会福利服务的规划提供借

鉴，为社会的有效治理提供理论依据，正是借助社会学理论，社会政策在实施

社会公平、正义等目标上努力做到有的放矢，实现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并促

成经济和社会的平衡发展。同时，在社会科学领域，社会政策的知识增长和理

论的发展也促进了社会政策学科知识体系的发展。社会学对于社会政策的知

识与方法论的基础性意义，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在《社会理论的

基础》一书中阐释的那样，社会理论的应用是以特定的社会行动为目的，而致

力于建立一种社会秩序与和谐关系的社会理论也可以视为同政策科学相关的

理论。

社会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改善公民的福利和生活素质，修正

市场经济的缺陷所导致的负面后果（如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等）。社会政策同

经济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两者都是社会科学中注重应用和实践的学科，都

共同关注一些基本领域，如劳动力市场、经济衰退（或不景气）、经济不平等以

及公共支出等。社会政策要不断地借用经济学的知识与方法，来完善对经济

问题及其相关社会后果的理解和解释。作为一种治理实践，社会政策必须以

一定的经济基础为前提，所以对一个国家或社会来说，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往

往是不可偏废的。经济学的知识和方法可以帮助社会政策的制定者与研究者

正确地把握对宏观经济形势和商业景气程度的判断，也可以比较恰当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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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的社会政策手段去解决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社会问题。比如，在经济出

现衰退或危机的时候，贫困和社会不平等的现象一般比较突出，此时要求社会

政策制定者对这些问题采取积极的回应，在对贫困和社会不公问题的经济学

解释的基础上，一方面借助新的经济政策来振兴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必须采

取积极的社会政策（如社会救助和社会服务等）来消除因经济问题导致的负面

社会后果的影响。而在经济发展良好的情况下，经济学的知识和方法又可以

帮助人们应用一些经济杠杆工具（如税收）来调节收入的再分配，扩大社会公

平，减小贫富之间的差距，增加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

通过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社会政策制定者可以更加准确地掌握相关的

知识，来深入解释经济因素对市民人力资本（如健康）、就业与个人保障方案的

选择（如是否选择进入投资性的资本市场或商业性的保险体系等）的影响。除

此以外，经济学知识还可以帮助人们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解释，比如贫困、

疾病和失业等。众所周知，社会政策的核心内容是通过积极的政策干预，推行

社会福利和相关社会服务，从而改善福利水平，缩小阶层或社会群体之间的收

入差距，促进社会正义。在推行社会政策之前，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如何确立

适当的社会开支规模，同时确保福利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从这个角度来

说，经济学的知识还可以帮助政府对福利资源的配置作出合理的安排，从而使

政府增强对社会问题的有效干预。

（２）社会政策和政治学。

在多数情形下，社会政策是在一个国家内部针对特定社会问题实施的各

种措施、法律和制度方式，它同政府的特征、构成、运作方式和功能等都直接有

关。社会政策的产生和推行既离不开权力要素，也离不开政府这一重要的组

织形式。英国１８世纪著名政治学家爱德蒙·伯克（ＥｄｍｕｎｄＢｕｒｋｅ，１７２９—

１７９７）指出，政府是一种人类智慧的发明，它可以满足人的愿望。伯克所提到

的智慧就是政府的各种政治行动，这些行动可以解决社会中的问题，并使公民

的福利得以保障。因此，政治学回答的问题中包括社会政策制定和推行之前

需要考虑的诸如理念、原则、治理方法以及民族关系等。

美国政治家戴维·伊斯顿在《政治体系》一书中指出，政治活动与影响社

会的政策和具体干预行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政治学的任务就是

理解、制定并实施社会政策（伊斯顿，１９９３）。作为一种政府主导的社会干预行

动，社会政策的实施者主要是政府机构及其相关行动者。在特定的政治和法

律制度框架内，社会政策的文本通过有效的讨论、协商和研究，或再经过一定

的法律过程，进入实施阶段。因此，社会政策同政府机构和相关组织的政治行

为有密切联系。从本质上来说，社会政策既是一种政治实践，又是一个政治过

程。作为政治实践，社会政策可以是一个政治团体或社会组织的实践，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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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国家层面的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的实践，还可以是一个国际层面的政

治实践（如跨国的社会政策）等。因此，社会政策可以在多个层面得到实施。

社会政策同政治学关系紧密，两者在很多方面存在互通之处。具体而言，

社会政策与政治学的联系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政治学是对有关权力及其

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的学科，而理解政治过程中的权力结构和影响关系，是社会

政策实践和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第二，政党及其政治过程对社会政策的制

定和推行有重要的影响，理解政党的结构和功能，了解政治过程中种种要素及

其作用是把握社会政策走向的十分重要的前提。第三，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

前提是公民的支持与参与，而建立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是政策实践的

基础。第四，在社会政策的研究与分析中，政治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被频繁地

运用到社会政策的学科当中，扩大了社会政策的理论和分析视野。第五，在资

本主义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福利体系内部，社会政策的实施都必须以对

社会问题的干预与对福利服务的管理为基础，它们也是政府行政管理的重要

内容。与此同时，社会政策的知识体系与干预实践也在不断完善政府管理的

科学方法。

在理解和分析社会问题时，社会政策的多学科视角意味着研究者看待问

题时应具有跨学科的视域，避免过于狭隘地看待问题。

３．中国社会政策实践的现代转向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社会政策实践的新传统始于计

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政策，是经济政策的从属物。受到苏联体制的影响，改革

开放前的中国注重重工业布局和偏向城市的发展模式，形成了以单位制为基

础的城镇福利体制，广大农村则依赖有限的集体经济庇护和家庭自我照顾的

功能，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格局逐步形成。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新时期，大力发展经济和改善

人民生活成为国家的重大任务，农村减贫、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是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政策决策与实施的主要内容。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伴随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国逐步开始社会保障制度

和社会政策的改革，改革范围从就业政策、医疗保险、养老保险逐步深入最低

生活保障制度和住房政策。过去十几年来，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

大国，党和政府对国家治理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其中社会政策在民生领域的

全面和深度的实施，彰显了“社会政策时代”国家承担照顾或福利责任的普遍

特征。社会政策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既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产物，又

反映了这个国家所出现的巨大社会变迁与人们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内在要

求，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与实施社会政策的政治理念和实践原则：为

人民服务，一切为了人民。在后疫情时代充满诸多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社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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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发展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社会活力的可持续性。如

何维持和不断增加社会开支规模以确保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并满足不断

增加的需要，不仅是对国家能力的一个考验，也是社会政策未来要面临的一个

挑战。

三、中国社会政策的理论自觉

社会政策是现代国家治理社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常规制度设置，它

经常被当作一种谋求改良现实的行动策略。社会政策同时也是一种理性的抽

象思考，而不是简单的常识。因此，社会政策需要通过理论自觉来兑现现实的

目标。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期以来在西方诞生并发展起来的政策科学，逐步形成

一套以社会学和政治学知识体系为基础的政策理论，它们建立在个人主义、公

民投票和政党竞争的基础上，揭示了政治决策与实施的主要步骤与原则。中

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儒家文化的东方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

政治制度、文化基础和经济发展模式等各方面都与西方福利资本主义世界有

着显著差异。因此，探寻符合中国社会现实与未来发展趋势的社会政策理论，

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西方世界，社会政策最初是为了应对工业社会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是

一种反个人主义的集体行动方案和行动过程。在中国，社会政策是在社会主

义价值观和家国体制影响下的一种国家干预社会问题的经验行动，其目的是

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与满足不同人群因社会问题而产生的实际社会需要。构

建中国的社会政策理论，首先要探究能够解释和分析中国社会的社会理论（或

中国社会理论）；其次，在上述基础上探寻并构建用于解释和分析中国社会政

策实践的政策理论，包括一套独立于经验之外的政策伦理与意识形态（规范与

理想）、一套科层化的支配社会问题干预的行动步骤（技术工具）以及一种调节

社会关系的干预措施（客观行动）。因此，探究和构建中国社会政策理论就包

括一系列规范理论和实践知识，其中重要的是解释性和分析性的核心概念，以

及具有高度抽象的理论分析架构与问题解决导向的实践行动策略。近年来，

学者就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议题展开的讨论，丰富了社会学者以及其他领域的

研究者就认识社会政策所应考虑的理论与知识图景，尤其是解释政策实践中

的人类社会关系与组织行为，以及理解政策实践背后的群体与组织的社会意

识（周飞舟，２０２１）。

　　（一）认识社会政策的理论

作为一门应用的社会科学和专门学问，社会政策的知识核心在于建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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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系统的概念和理论模式，它们是可以用于分析社会问题与社会福利制度的

理论范式和用于分析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策略的具体方法。由于社会政策更

多关注的是“社会领域”的议题，因此，解释和分析这些问题的社会理论就可以

视为这一领域的主要理论范式，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可以作为辅助性的或外

部理论。同时，在社会政策学科或专业范围，对实践的科学和系统的分析也非

常重要，因此，发展出规范和可靠的分析方法对完善社会问题的治理和提升社

会福利服务水平也是很有价值的。

为了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政策的理论范式，尤其是为了提炼和发展出用

于描述、解释和分析中国本土社会问题及社会福利制度运作的社会理论，学者

必须对下列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第一，社会问题的出现是社会系统的失衡还是

特定社会功能的缺失？第二，倡导社会政策的学者、研究者和政策决策部门都

倾向于相信，社会政策作为一种干预实践，是具有能动性的社会实践，它促成

实现特定目标（如促使社会稳定、减少贫困、实现某种程度的公平和社会平等）

的机制是什么？第三，社会政策是一个社会行动过程，是在特定结构下发生作

用的。同时，人类及其组织的能动性受到社会环境、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

和价值观、人的认知等多重要素影响，因此，社会政策的既定目标和结果会存

在差距，政策的发生过程不完全按预期的方式进行是可能的。第四，对社会政

策过程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分析与评估，有助于减少未来社会政策在决策和实

施方面的失误，从而不断完善社会政策实践。同时，作为一种智力活动，社会

政策理论的解释和分析也是中国社会政策领域实践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对

决策者和研究者而言，社会政策研究和分析是对社会问题干预行动的条件、影

响因素、行动策略以及具体过程和后果进行科学的研究和阐释，从而为改善社

会政策的决策、执行和评估提供知识基础和方法上的借鉴。

社会政策的理论是一套描述、解释和分析社会政策行动及其过程的系统

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由于社会政策是与社会运行密切

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社会政策的核心是与之高度相关的社会理论。而且，这

种社会理论并不是自发生成的，而是从既已发展起来、相对成熟的社会理论中

提炼和总结出来的、具有解释性和预测性的、具有穿透力的概念和概念体系。

社会政策本身是一种复杂的社会事实，也是一种复杂的人类实践。因此，要解

释社会政策的议题和现象，必须将复杂的理论和概念尽可能化繁为简，通过一

种简化了的和犹如透视镜的清晰观察，深入分析社会政策复杂事实背后的逻

辑和成因。众所周知，现代社会政策起源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欧洲，其主要特

征是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和相关制度对社会问题进行干预，建立起系统的社会

福利制度。英国社会政策学者比尔·乔丹（ＢｉｌｌＪｏｒｄａｎ）认为，现代社会政策的

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财富日益增加和个人欲望不断得到满足的个人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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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下，建立起一种集体秩序（Ｊｏｒｄａｎ，２００５）。

在社会科学领域，同社会政策相关的理论包罗万象。但是，本文试图讨论

的不是同社会政策相关的一般描述性的理论，而是要侧重探究中国社会政策

的社会理论，这些理论的功能是分析和解释在中国，社会政策作为一种特定社

会行动具有的要素、结构和动态变化以及背后的文化成因。探寻中国社会政

策的社会理论，一方面试图说明这一领域静态层面的主题，另一方面展示对中

国社会政策在现实世界中的现象和行动的解释张力。总体而言，中国社会政

策的社会理论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关系社会中的秩序（社会关系与社会团结）、

大众福祉（社会需要的满足与水平）、家庭适应与个人选择（文化多样性与人群

的不同社会需要），以及社会公正（缩小阶层差异并逐步消除社会歧视）。在回

答上述问题的过程中，政策研究者要对这些理论的基本构成和核心议题进行

系统的阐述。对学者和研究者来说，建立并阐述清楚中国社会政策的社会理

论，就应注重对本土的社会政策现象和行动的分析与解释，它们的主要目的在

于改善中国社会政策的决策、实施和评估等行动的效率和效果，减少因政策行

动失误导致的社会风险和失误。

西方学者由于更倾向于认为社会政策具有修复社会关系和改善社会系统

功能的作用，因此，大多数阐释社会政策的社会理论，试图将社会学中功能主

义的社会行动理论观点、结构与能动性理论、场域理论以及政治学中资源动员

理论等与政策过程结合起来。在这方面，以帕森斯、默顿和科尔曼为代表的功

能主义观点与社会行动学说，在过去几十年里对社会政策的社会理论的基本

轮廓和概念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同时，在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进程和国家的政

治经济与社会结构变迁环境下，关于社会政策的社会理论应该对社会福利的

构成与结构性利益关系的变动进行解释。而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社会政策过

程中不同行动者的能动性及其表现也应该在关于社会政策的社会理论中得到

体现。就政策行动而言，行动者的能动性、理性和利益关联性始终与社会政策

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Ｈｏｇｇｅｔｔ，２００１）。

值得注意的是，将西方的社会理论和社会政策理论用于解释中国的社会

政策现象与问题，很容易使人陷入将西方概念和理论套用中国现实的巨大陷

阱。这种简单的理论移植，忽视了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脉络与社会关系性质，

将政策实践抽离了具体的社会环境与人的伦理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

中国社会政策的社会理论，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面临的任务与挑战是极为相

似的（周飞舟，２０１８）。

　　（二）理解中国人的社会行动理论与政策实践

探究和构建中国社会政策理论，同样是社会科学本土化的重要议程，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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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不断完善本土的社会政策实践。探究构建

中国社会政策理论，基本上面临两个比较重要的任务：第一，如何理解在中国

社会里，哲学意义上的“行动”与实践层面，即社会政策领域中的“行动”概念？

这需要从理论上深入解释在政策领域中国人在关系交往与需要满足两者的理

念与行动的关系。把社会政策同样视为一种基于人际关系的“伦理行动”作为

中国人认识和探究世界的一种方式，从理论上解释人们的心理和动机，探究这

些心理与行为模式背后的机制。进一步而言，研究者需要在公共的层面，基于

国家／政府干预的“公共行动”的视角，理解作为一种实现改善民生目的核心手

段的社会政策。第二，从理念上系统解释，在中国社会里，社会政策作为一种

促进民生福祉改善的社会行动所具有的理念、步骤和策略，包括国家和政府实

施的对所有人的基本生存保障（确保低收入阶层的基本权利）、通过经济发展

逐步提高所有人的收入水平（更公平的收入分配）、确立一种中国式现代化社

会的生活质量标准（建立美好生活指标），以及最终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我认为，思考中国社会政策的社会理论这一关键问题，需要认真思考以下

几方面的核心问题：第一，如何实现社会理论的中国化，并在解释和分析中国

社会变迁的基础上抽象出一般化的概念和解释框架？第二，如何认识中国社

会政策研究的方法论（价值与方法）？第三，如何区别中国本土社会的社会政

策实践中的个别经验与一般经验？为回答上述三个问题，社会政策学者要从

丰富的政策经验和社会事实出发，从政策的地方经验入手，从政策总结的一般

说法（比如“提标扩面”“以点带面”“先行先试”）发展出理论的抽象概念，并与

中国关系社会的文化属性结合起来。而要做到这一点，中国社会政策学者不

仅要对西方的政策和社会理论保持敏锐性，还要对本土社会的理论认识保持

高度的文化自觉。

四、中国社会政策的学科意识

社会科学的发展不仅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志，也是彰显国家软

实力的重要方面。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不仅要吸收国际上科

学知识发展和学科积累的先进成果，还要根植于本民族、本社会的既有传统和

文化基因，构建符合本土社会与文化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体系，形成国际上

知识传播的“中国话语”。６０多年前有西方学者就指出，西方社会科学的民族

中心主义（或种族中心主义）是显而易见和广泛存在的，代表着以西欧和美国

等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特殊的发展经验，它们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参考价值很

小或基本不相关。可见，特定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科学才对本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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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策实践更有意义（Ｗｉａｒｄａ，１９６１）。２０多年前，在中国社会政策研究正在

兴起的进程中，有学者就明确提出，发端于１９世纪晚期和２０世纪上半叶的欧

美社会政策范式已经不能适应全球化时代和急剧变化的时代了，也不是适合

中国的发展模式，因此寻求一种新的社会政策范式是当务之急（杨团，２００２）。

在现代国家，大学是知识传承创新与人才培养的重镇，也是学科培育与发

展的基地。就推进中国社会政策学科发展来说，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社会

学界同仁及知识共同体（如全国性的学术社团）肩负重任。在过去四十多年

里，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发展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但是，就学科的社

会与政治影响而言，尤其是推动国家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影响来说，社会学共同

体还有许多事要做。经过长期的努力，社会政策作为社会学二级学科已经为

本科和研究生设立了培养门类，社会政策硕士作为专业学位正在逐步成为学

科发展的一个新亮点。中国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不仅要在科技发展

上占据世界重要位置，还要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有重要的影响力，从而形塑

更强大的国家软实力。社会政策学科的建设，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重要标志，

也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努力方向之一。推进中国社会政策学科的发展并强

化学科意识，首要的任务是将社会政策纳入社会科学的知识范畴，并用规范的

方式确认学科与学术的标准，不仅要将理论纳入政策研究和分析中，还要把政

策当作一种理论认识的途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现实世界有关政策

的争议和论辩，实际上都是有关事务或现象认识本体论的争论。

在一个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和政治经济发展变化剧烈的时代背景下，基于

长期的政策发展经验，中国的社会政策范式为学科与实践的发展提供了一种

新的可能性或另类选择，它与西方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政策范式不

同。中国社会政策范式具有自身的特点，表现为历时性、复杂性、多样性以及

发展性（熊跃根，２０２２）。就学科发展而言，中国社会政策学者和学术共同体，

可以从下列几方面来深入推动学科建设与发展：第一，坚持社会学作为社会政

策的学科基础，始终把社会学当作一个学科建设的知识基础；第二，坚持多学

科研究视角，走开放办学和兼容并包的学术取向；第三，基于经验调查的问题

导向，始终坚持通过扎实的社会调查来推进对社会政策的经验与理论研究；第

四，让“科学知识”服务社会发展，通过社会政策的教学、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

成果，服务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早日

实现。

社会政策是人类经验的反映，也是人类认识社会的理论总结。因此，对时

代的社会状况与发展实践的认识是十分关键的。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社会

政策学科和研究关注的核心依然是：第一，认识社会政策是一种（当下）时间中

的社会政治。社会政策是特定时间序列下人类有组织的行动经验，它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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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企业及社会组织与家庭等不同行动者之间的交互关系；第二，重新

认识社会政策的时间意义，对政策实践的时间进行细致的类型学分析，区分政

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时间，同时区分特殊与一般实践以及政策的强制性与选

择性时间；第三，加强对现代化背景下用以理解和分析中国社会变迁和权力政

治的经验事实的取证，强化社会政策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分析；第四，深入理解

中国人当下的生活世界和生活期望，并将它们与日常的社会行政和政策实施

环节联系起来。

思考中国社会政策的学科意识问题，作为研究者要面对的一个关键挑战

可能是：我们如何处理一种经验的历史质（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ｔｙ）与当下具体实践的时代

性（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ｔｙ）？如何在全球背景下认识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与普遍主义价

值观之间的内在联系？从理论与经验两方面来看，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其福

利体制既然是一种历史性的体制，其政策实践也应该是一种符合文明世界的

道德实践。

五、结　语

毋庸置疑，社会政策的目标是促进社会改变或变革，而这种变迁或变革也

是政治变革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政策本身就是政治议程的投射，

绝非政策研究者或政策科学家在研究场域可以自行决定的产物。对学术研究

者而言，社会政策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要满足科学探究的基本要求，基于经

验和证据获得结论。同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还必须清晰认识到，无论是

社会学，还是政治学或者是经济学，都不可能是与政治无关的，也不可能去政

治化。正如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指出的那样，社会科学基本上都是与政

策相关的（Ｓｈｉｌｓ，１９４９）。

中国社会政策的学科与实践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构建与应用，也离不开

本土实践的推陈出新。本文从社会政策学科发展视角的出发，以英国和德国

早期社会政策发展的经验为例，阐述了中国社会政策的一般传统和现代转向，

并进一步论述了中国社会政策的理论自觉与学科意识构建问题。本文的基本

结论是，从社会政策本土实践经验和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出发，提炼和总结中

国的社会政策一般概念与理论解释理路，是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或社会学本

土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究和总结中国过去四十多年来的社会政策发展范式

与实践经验，是增强中国国家软实力、拓展国家能力与国际知识传播的重要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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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Ａ．Ｏｒｔｏｎｙ（ｅｄ．），犕犲狋犪狆犺狅狉犪狀犱犜犺狅狌犵犺狋，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ｐｐ．１３７—１６３．

Ｓｈｉｌｓ，Ｅ．Ａ．，１９４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犘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狔狅犳犛犮犻犲狀犮犲，Ｖｏｌ．１６，Ｎｏ．

３，ｐｐ．２１９—２４２．

Ｓｋｏｃｐｏｌ，Ｔ．＆Ｒｕｅｓｃｈｅｍｅｙｅｒ，Ｄ．，１９９６，犛狋犪狋犲狊，犛狅犮犻犪犾犓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犪狀犱狋犺犲犗狉犻犵犻狀狊狅犳

犕狅犱犲狉狀犛狅犮犻犪犾犘狅犾犻犮犻犲狊，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Ｓｔｏｌｌｅｉｓ，Ｍ．，２０１３，犗狉犻犵犻狀狊狅犳狋犺犲犌犲狉犿犪狀犠犲犾犳犪狉犲犛狋犪狋犲：犛狅犮犻犪犾犘狅犾犻犮狔犻狀犌犲狉犿犪狀狔狋狅

１９４５，Ｖｅｒｌａｇ：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Ｔｈｅｒｂｏｒｎ，Ｇ．，１９８６，“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Ｗｅｌｆａｒｅ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ＮｅｏＭａｒｘｉｓｔ，Ｃｏｒｐｏ

ｒａｔｉｓｔ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Ｔｈｅｏｒｉｅｓ”，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犚犲狏犻犲狑，Ｖｏｌ．７，Ｎｏ．２，ｐｐ．

１３１—１６４．

Ｔａｍｐｋｅ，Ｊ．，１９８１，“ＢｉｓｍａｒｃｋｓＳｏｃｉａｌ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ａ Ｇｅｎｕｉｎｅ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ｎ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Ｊ．Ｍｏｍｍｓｅｎ＆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Ｍｏｃｋ（ｅｄｓ．），犜犺犲犈犿犲狉犵犲狀犮犲狅犳狋犺犲犠犲犾犳犪狉犲

犛狋犪狋犲犻狀犅狉犻狋犪犻狀犪狀犱犌犲狉犿犪狀狔，Ｌｏｎｄｏｎ：ＣｒｏｏｍＨｅｌｍ，ｐｐ．７１—８３．

Ｗｉａｒｄａ，Ｈ．Ｊ．，１９６１，“ＴｈｅＥｔｈｎ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犜犺犲犚犲狏犻犲狑狅犳犘狅犾犻狋犻犮狊，Ｖｏｌ．４３，Ｎｏ．２，ｐｐ．１６３—１９７．

４２ 中国公共政策评论（第２３卷）


